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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一的法律”到“社会化的人的本质” 
——《共产党宣言》法律思想的一个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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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批判资产阶级“统一的法律”和“统一的政府”的国家制度。在这里， 

马克思继承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中关于政治共同体的基本话题，并赋予了新的分析范式。马克思不是要简单地反 

对和颠覆一种政权和法律制度，而是在追求一种代表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和国家制度方面的至高境界——“社会 

化的人的本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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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历来被认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经 

典之作，很少有人探索其法律思想。其实，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论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即法律 

的完善， “统一的法律”对于社会主义的实践与人的全 

面发展或“社会化的人的本质”的实现，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一、统一的法律和社会化的人的本质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 

谈到：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 财产和人 

口的分散状态……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 

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 

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 

在已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 

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 [1](36) 

“统一的法律”和“统一的政府” ，从形式上看， 

马克思在这里仅仅是树立一个批评资产阶级的靶子， 

但是实质上也是对资产阶级历史进步作用的肯定。在 

写作《宣言》的具体语境中， “统一的法律”固然有其 

具体所指， 它是 19世纪初以来，席卷欧洲的民族国家 

统一的政治运动发展的真实写照 [2](289−292) ， 也是当时资 

本主义生产和贸易的发达、生产资料的逐步集中以及 

经济和科学技术巨大变革的真实描述。但“统一的法 

律”本身不是一个偶用的或临时性的概念。放到西方 

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中，追求国家的统一和政治共同体 

的建立一直是一个核心的命题，统一的法律和政府也 

一直是一个红线式的概念。马克思本人不能不对这个 

有传统底蕴的话语和叙事方式有所继承和发扬。而在 

马克思的整个国家、政治和法律理论体系中，无论是 

相对主义的具体制度设计，还是绝对主义的价值理想 

追求，也都是在既反对“统一”又建构“统一” 。 

但是，马克思反对此“统一的法律” ，并不只是要 

建立一个“阶级性质不同”的彼“统一的法律” ，他有 

更高、更具实质意义的追求。马克思在批评黑格尔的 

国家思想时就提出了一个国家与市民社会相融合的、 

与“社会化的人的本质”相适应的“真正的民主”制 

度设想。 
① 
《宣言》中能表达马克思真正远景追求的也 

是“资本社会化”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等，所谓的 

无产阶级专政更像是借以说事的工具性概念。显然， 

马克思要建立的“统一体”有着更深层次的意蕴。 

所谓社会化的人的本质就是不把人看做赚钱的机 

器，而是把人看做是社会的主体，是现实的实践、生 

产和生活的主体，即人向社会回归，成为社会的人。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的主人， 

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 

由的人。 ” [3](566) 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孜孜追求 

的理想，马克思的解放三部曲即经济解放、政治解放 

和人的解放。经济解放就是获得财产权，它是一切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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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基础；政治解放就是获得民主权，它是解放的过 

程；人的解放是向社会回归，向自身回归，这是解放 

的最终目的。马克思说： “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 

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 

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 

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 [4](185) 最终目的要“通过人并且 

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 

身也是向社会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 

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 

围内实现的复归……” 。 [1](189)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马克思的社会化的人是自由自在的人， “任何人没 

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 

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 因而是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 

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 。 [1](573) 

为此， 针对上述内容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三个追问， 

以便能对马克思的法律思想提供一个全新视角的诠释 

和探索。第一， “统一的法律”在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中 

的源头性话语是什么？如能弄清这一点，我们就不会 

困惑在东方式的、 绝对机械化的阶级斗争话语解释中； 

第二，马克思对这个传统的话语模式和思想体系有哪 

些学术范式的创新？对这个问题的厘清又会使我们能 

以真正的学术眼光深入探讨马克思法律思想的精髓， 

不总是停留在“根本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分野 

上而不去挖掘更精细的内涵；第三，就是要在以上基 

础之上分析和挖掘马克思的既不失西方文明底蕴而又 

有新见地的社会、国家和法律一体化理想。 

二、传统和底蕴：西方政治哲学中的 

“统一”话语 

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体系中，统一的政体和法律制 

度一直是不变的追求和理想。这是因为混乱和冲突的 

非规则状态是人类社会首先要回避的，安全和秩序成 

了法律首选的价值。所以英国学者斯坦在论及西方社 

会的法律价值时开篇就指出： “这样的混乱， 只有靠采 

用法律规则，才能避免。必须先有社会秩序，才谈得 

上社会公平。 社会秩序要靠一整套普遍性规则来建立。 

而法律规则又需要整个社会系统地、正式地使用其力 

量加以维持。 ” [5](45) 

正因为如此，西方政治史都隐藏或显露出一种对 

有“一整套普遍性规则”的“统一的法律”的理想设 

计或制度构建， 直接的表现就是由“整个社会系统地、 

正式地使用其力量”作支柱的政治共同体是政治法律 

思想家们一直和一致都想要的家园。无论是人性意义 

上的自利求存、人之本性力量，还是现实意义上的利 

益平衡；无论是形式意义上的普遍强制力，还是实质 

意义上的公平、正义，都要靠政治共同体内“一整套 

普遍性法律规则”来彰显、涵盖、承载和功能化。 

在古希腊，当自由、平等、人权等理念还处在隐 

暗的位置时，正义的话语体随着“理想国”的隐喻出 

现在我们面前。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生活于城邦衰退、 

动乱和战争年代，他们用理想的统一反对现实的不统 

一。当然，这个统一不仅是形式上的权力统一，更主 

要是实质的正义的统一。因为“正义的人的确更聪明 

能干，而不正义的人根本不合作。当我们说不正义者 

可以有坚强一致的行动，我们实在说得有点不对 

头” 。 [6] 所以，正义者之间的合作能使“生活过得更好 

更快乐” 。于是，国家的统一体在“城邦—正义”的话 

语体系中第一次诞生。 
② 

亚里士多德基于更现实的人性分析指出： “‘人在 

本性上应该是一个政治动物’ ， 人类虽在生活上有用不 

着相互依赖的时候，也有乐于社会共同生活的自然性 

情；当然能够合群，[各以其本分参加一个政治团体]， 

各如其本分而享有优良的生活。 ” [7](45) 虽然亚里士多德 

也本着“谋取优良生活”的抽象目的，但他以更现实 

的精神注意到了平民和贵族、富人和穷人、统治集团 

和非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所以他主张的是有非“一 

致性”的“统一” ，有了非“一致性”才需要统一的宪 

政和法律。尽管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和柏拉图之间有着 

很多区别，但统一的话语还是在个别服从普遍的哲理 

下被传承下来了。 

古罗马的社会相对繁荣和安定使得西塞罗开始在 

现实的法律功能和契约意义上思考政治共同体问题， 

他说到： “国家是一个民族的财产。……是很多人依据 

一项正义协议和一个为了共同利益关系而联合起来的 

一个联合体。 ” [8](35) 正因为西塞罗把正义协议化和公共 

利益目的化， 他得以完成国家的共同体的法律化构建， 

统一的国家开始正式实行统一的法律了，即“意识到 

相互的责任和相互的权利，依赖对法和权利的合意以 

及共同促进互利关系的意愿而联贯在一起” 。 [9](57) 因 

此，共同体内的“统一的法律”不仅在于形式权威的 

统一性和善遍性，更在于人们的相互需要和相互权利 

义务的联结性。 

中世纪的阿奎那通过个人幸福与公共幸福的相联 

系，把共同体和统一的话题传承下来。这种统一性就 

在于：政治权威的公益和目的首先在于构成城邦的不 

同部分之间维持和平与和谐，而和平取决于每个部分 

都适应整体。 

马基雅维利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让世俗 

权力取代神秘的宗教信仰成为国家和谐平衡和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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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力。从此，现代性政治共同体正式诞生。中世纪 

的混乱使人们又开始了主权国家的寻求。后来霍布斯 

提出的用象征的、按照理性建构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 

器——利维坦来保证政治和平与社会秩序的这种假说 

可以说是 17世纪的政治革命思想的一个总结。 [10](66−69) 

霍布斯基于自然科学性质的假设和推理，立足于人类 

的和平、安全和自卫等本性，用契约方式去构筑世俗 

权威的国家权力，用公共利益作为价值基石，建立了 

完整的现代政治共同体学说。洛克则在霍布斯的理性 

基础上添加了自由、平等等元素，他的政治共同体是 

“每个人同意”建立的，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经大 

多数人同意” 。所以，政治共同体是“起源于自愿的结 

合和人们自由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和政府形式的相互 

协议” 。 [11](63) 相比较于洛克，卢梭公民社会中的全体 

成员的意志——公意，则把建立政治国家的现代性要 

求推向了极致。 

不但上述专业性的政治哲学专家要建立一个国家 

统一体，作为哲理学派的康德的道德、人性、理性原 

则最终也不得不落实到“文明联合体”中去。这种联 

合体使人们离开自然状态， 使人的先验性权利法律化、 

相互协调化，这样一来才能进入“文明社会状 

态” 。 [12](137) 

思想先驱们在建立政治共同体和统一的法律制度 

方面之所以有如此一致的共同语言，当然不是什么思 

想间传递和影响的结果，而是西方社会特定生活状态 

和利益结构决定的。费孝通先生对西方社会有一个描 

述： “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 

唯一特殊的群已界线。在国家里做人民的无所逃于国 

体之外，像一根柴捆在一束里，他们不能不把国家弄 

成个为每个分子谋利益的机构，于是他们有革命、有 

宪法、有法律、有国会等。 ” [13](29) 这段话把西方社会 

中的国家、人民、利益、法律等关系范畴解剖得很清 

楚，我们于其中可以大致体会到西方政治哲学的现实 

基础。

马克思之所以要谈“统一的政府和法律”问题。 

首先当然在于他要面对时代赋予的现代性国家权力集 

中问题。因为资产阶级要实现经济现代化就会对一个 

分散的、组织薄弱的和封建的传统体制进行改制，这 

种集中必要的权力和民族国家的建立成为历史的必 

然。但同时，出身于西方的马克思不可不受西方政治 

哲学特有的“政府—人民”“国家—社会”“法律—道 

德”等思维模式影响，也不会不受它的规范性语言表 

达的影响，所以马克思的学说中也有国家起源说、建 

立社会共和国说、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说和人类类生 

活说等。也正是有马克思思想的洗礼和影响，韦伯的 

政治共同体才会立足于经济与社会的实证范畴，才会 

添加现实意义“阶级利益”元素。 [14](217−263) 而哈贝马 

斯的语言交往共同体才会注意清理卢梭、康德等人的 

共同体内的非实证性道德性因素和话语，并开始注重 

社会科学的方法。 [15](54−70) 

三、继承和批判：马克思对“统一的 

法律”的建构 

如前所述， 《宣言》 中提到的 “统一的法律” 和 “统 

一的政府”不是偶尔和临时使用的概念，而是马克思 

的政治法律思想中关于政治共同体的核心的和持久性 

的命题。这其中，一方面马克思继承了西方政治哲学 

中的分析模式和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则是马克思已有 

的思想的一个升华。 

所以，马克思决不仅仅是在一般政治意识形态意 

义上批判什么“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也不仅仅是 

简单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 表达什么政治性观点， 

他要表达的是具有悠久历史底蕴的政治哲学命题。只 

有充分了解马克思法律思想的西学渊源和他整个法学 

思想体系，才会更好地理解马克思批判当时“统一的 

法律”制度、构建他自己的理想政治共同体的精髓和 

深刻之处。 

马克思基于“统一的法律”和“统一的政府”等 

来为自己的现实批判和理想建构定调，恰恰表明了马 

克思学说与西方传统政治哲学思想的联系。例如，马 

克思从“统一政府”到“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脉络 

不能不说是他对柏拉图以降西方思想史上不断持续的 

政治现代化理想工程的一个延续和总结。 
③ 
他对“统一 

政府”内的阶级矛盾、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分析又与 

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政治现实主义有着深刻的联系。 
④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批判现实的国家的政治和法律 

制度以及已有的理论体系同时，也继承和发展了西方 

思想史上关于国家统一、建构政治法律共同体等“总 

体性”思维模式。 这一点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那样， 

“马克思仍然坚持那个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一直很 

重要的概念，即总体性概念[Totalitatsbergriff]。……用 

法律来构成的国家秩序的显性统一性，被代之以资本 

的自我增值的全社会过程这种以系统方式来建立的隐 

性统一性。尤其是，这种统一性，作为消极的总体性， 

因它的对立面，即自觉建立的总体性这个残留着的这 

种古典观念，仍然在历史哲学上保持着联系” 。 [15](57) 

哈贝马斯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的理论同以前思想 

家的联系以及区别，即在“总体性”思维模式上“消 

极”和“自觉性”的区别。马克思在阶级对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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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和公共权力异化的基础上阐述和剖析着“统一法 

律”的实质，这就区别于以前思想家在理性建构和理 

论推导的基础上得到的分歧消除、利益同一和个人与 

公共利益一体化的政治和法律共同体。所以，马克思 

在论及国家的起源时就说过： “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 

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 

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 

采取虚幻共同体的形式。 ” [16](536) 

可见，一旦涉及到具体的社会生产、分工和劳动， 

一旦考虑到实际的单个利益，那么特殊利益和共同利 

益肯定是有现实矛盾的，共同利益是虚幻的。由此， 

国家这个共同体也是虚幻的。 这样在拥有“统一法律” 

的“统一政府”内， “各种不同阶段和利益从来没有被 

克服，而只是屈从于获得胜利的利益，并在许多世纪 

中和后者一起延续下去。由此可见，甚至在一个民族 

内，各个人，……拥有一种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虚假 

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 ” [16](576) 

正像实用主义法学家波斯纳用道德观念异质化、 

多元化的现状瓦解了德沃金的“整体性”的法律共同 

体一样， [17](20−23) 马克思用现实的、具体的利益分化来 

瓦解当时“统一的法律” 。马克思在《宣言》中对“统 

一的法律”的批判固然是基于现实的、历史的、资主 

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现状以及民族统一国家出 

现的实情，但也有以前的理论准备基础。例如，马克 

思在早期的作品《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 

中发现：本来应该是人民自由圣经、代表人民公意的 

法律，结果变成了 “官方色彩”的政府一家之言，因 

为现实是“凡是政府的命令都是真理，而探讨只不过 

是一种既多余又麻烦的、可是由于礼节关系又不能完 

全取消的第三者” 。 [18](113) 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一文中又指出， 应然的状态是： “国家也应该把违反林 

木管理条例者看作一个人，一个和它心血相通的活的 

肢体，……而首先应该把他看作国家的一个公民。 ” 
[18](255) 而实际状况是， 国家的规定“是对公民生活的一 

种粗暴的侵犯和侮辱，对每个公民都是令人恼火的无 

理取闹” 。 [18](271) 

因此，马克思早就发现“政府—契约—人民”模 

式下的国家公民一体化、法律的形式统一和其实质道 

德的同一都没真实的实现，而只是虚幻的存在。这样， 

什么“大多数同意和自愿” ，什么“同种和平等” ，什 

么“公意消除分歧” ，什么“成为自己的主人”以及政 

府和道德的统一、政治国家和公共利益的统一等都只 

是形式下的存在，而实质性的虚无。到了《黑格尔法 

哲学批判》一文，马克思更是明确分析道，只有在黑 

格尔式的逻辑学、理想主义、抽象认识和唯灵论意义 

上，才会有所谓国家的普遍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特殊 

利益的统一。他认为黑格尔是以政治国家统一的逻辑 

的而非现实性的东西为前提，于这个前提下，统一了 

共同利益与个人特殊利益乃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 

间的矛盾和政治等级制度中的差别，于是便有了代表 

“普遍东西”“普遍意志”和“国家目的”的王权、行 

政权和立法权等，并利用这些权力，使单一和特殊从 

属于“普遍” ，从而也就有了同化了矛盾和差别的国家 

统一。但以现实的情况为出发点，虽然也有妥协和协 

商，统一不过只是二元论式的“混合” 。因为总还是存 

在“特殊领域的私有财产和利益反对国家的最高利益 

——私有财产和国家之间的对立” 。 [18](63) 具体行使权 

力的机关和个人也不是利益超脱者，单个的官僚也会 

“追逐高位，谋求发迹” 。所以，黑格尔能用辩证逻辑 

同化矛盾得来的统一，却还只是“不统一的东西的统 

一” 。马克思指出， 通过考察现实中的政治国家组织便 

可发现： “这确实没有达到黑格尔所企求的‘谐和一致 

的现实性’和‘敌对反抗的不可能性’ ，确切地说，仍 

然停留于‘谐和一致的可能性’ ，然而，这是关于政治 

国家与自然相统一（君王意志和等级意志相统一，其 

次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原则相统一） 的设定的幻想， 

是关于作为物质原则的这种统一的幻想。 ” [18](116) 

正因为马克思有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他才能在 《宣 

言》之中在肯定“统一”命题本身的思想合理性与延 

续性的前提下，展开自己的批判。首先，马克思论及 

到： “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 

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相应地“资产阶级在它取得了统 

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 

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除了冷酷无情的 ‘现金交易’ ， 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 

系了。 ” [1](33−34) 因此，在“统一的政府”和“统一的法 

律”内，博丹所追求的“主权”以及霍布斯设计的“利 

维坦”在形式上都已变成现实。但只是在一个阶级即 

社会少数人內部实现了共同事务同一化，国家目的也 

只是在这样一个部分共同体内体现着“普遍的福祉或 

幸福” 。就“人类社会整体的普遍福祉或幸福”而言， 

这个“统一体”是虚幻的。 

其次，正是这个“统一体”在形式完备下的实质 

性内涵的缺乏所造成的利益单边化，也就不可能有真 

正普遍目的下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构，所以“统一体” 

内部也酝酿着崩盘的危险。马克思在“工业以至于整 

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是现代主要问题之一” 

的现代性问题意识指引下，用他独到的眼光指出： “资 

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 

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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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 

的魔鬼了。……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 

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 

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 

灭了。 ” [1](37) 马克思发现，由于“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 

太狭窄了” ，所以“统一体”内不会有“大多数人一致 

同意” ， 不会有契约精神下的商讨、 协议和 “自愿结合” ， 

有的只是“大量消灭生产力” 。社会因“文明过度，生 

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而毁灭，这是马克 

思面对的不同于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式的现代性问 

题。 

最后，在更高一层的政治哲学意义上， “统一”带 

来的是人性的丧失。马克思没有在“法律—道德”关 

系架构下抽象谈人性，也没在一般意义的“政府—人 

民”关系模式下谈人性。马克思把人性问题放到人的 

具体生产生活领域内，看到的是表面上的交换平等， 

掩盖的是利益失衡的机会、实质的不平等，因为生产 

资料集中和财富聚集在少数人手里。 所以， “原来的货 

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 

他的工人，尾随于后。……像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皮 

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 [19](205) 利益失 

衡的表现将不只是某一个阶级在政体内法律话语权的 

丧失，而是劳动产品被统治和被剥削，从而导致劳动 

的异化，最后使人也异化了，因此， “劳动越使人感到 

厌恶，工资也就越少” 。 [1](38) 由于劳动的异化导致人的 

异化，使工人和资本家这两大类人不可能在“统一体” 

内成为社会“类存在” ，这是“统一的法律”要面临的 

最大的和最深层的挑战。 

四、建构和理想：真正的统一 

——“社会化的人的本质” 

“统一的法律”和“统一的政府”被批判并被解 

构了，马克思的下一步建构是什么呢？如果直观的理 

解，似乎就是借助于革命和暴力等手段，来“消灭私 

有制” ，使得“资产阶级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 ，并 

“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等。 

其实，马克思针对时情时事所设计的具体制度和使用 

手段不代表他內在的精神实质。前苏联等国家直观地 

借助于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说和机械套用资产阶级和无 

产阶级对立说，结果建成官僚主义和“兵营式”的社 

会主义模式，已被历史证明为对马克思的误读。 [20](7,8) 

《宣言》表露出的实质目的也是明显的：通过把 

个别阶层所有的资本变成社会公共化的财产和使公共 

权力的去政治化等途径，来消灭人与人之间的对立、 

消灭阶级差别，最后达到一个“在那里，每一个人的 

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1](53) 的联合体。 

这种类似于康德的公民社会的新统一体根本意义上不 

是靠革命或暴力为支撑性手段，相反，只是借助于这 

些权宜性东西体现它的实践性和历史性。这也不像凯 

尔森那样依赖国家的法律性强制力来克服虚幻的共同 

利益，这里的真正要害是社会化和公共化。 

法学领域中，哈特用社会性的、事实性的“承认 

规则”取代凯尔森的假设性“基本规范”作为法律最 

高准则，已代表着一个法律社会化实例。 [21](101−111) 马 

克思用无产阶级政权取代资产阶级统治不是简单地用 

一种统一的法律和政府去代替另一种统一的法律和政 

府，这其中包含着法律价值意义上和关系意义上的社 

会化。马克思在更早的著作中曾写道： “在这瞬间，这 

个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 

混为一体并且被看作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在这 

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 

利和要求， 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 ” [16](14) 

所以，马克思表面上和直接意义上要建立的“无 

产阶级政权”背后有更深层的、 更具实质内容的意义， 

它必须是代表“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 。马克思否定 

一切社会分层、一切高于社会大众的特权、一切劳动 

异化和特殊利益，马克思对他心里的统一体——共产 

主义的实质性描述是： “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 

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 

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 

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 

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 

的。 ” [22](81) 

因此， “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和“向自身、向 

社会的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是理解马克思共同体思 

想最内核性的本体性内容，这就是一种“社会化的人 

的本质”的理解。它是理想式的，但由于马克思新的 

分析方法和分析范式，它又是现实和实践意义上的。 

它批判了传统的统一共同体理论，但在思想传承上又 

没有断裂。 

前文所述的在劳动学说中的社会“类生活” ， 在阶 

级学说中的社会总代表等，都贯穿了马克思的“社会 

化的人的本质”的思想，也明示或隐喻了马克思新的 

“统一政府和法律”的思想。不过，只有在马克思的 

国家和政治法律学说中， “社会化人的本质” 内涵在 “国 

家统治—国家目的”“国家—社会”“法律—人”“政权 

—人民”等关系范畴内得到全方位诠释。 

在 “法律—人” 的关系范畴内， “社会化人的本质” 

基于一种最高意义的人本主义解释了民主的含义。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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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反对黑格尔的把国家的统一和普遍作为抽象性前 

提的法哲学思想，并认为统一个别利益的所谓的“普 

遍利益”制度如君主制、代议制议院、官僚制度等都 

是特殊利益的掩护者。真正的民主制表现为一个“特 

殊的种” ，是一个“同类与自己的各个种”之间的关系 

范畴， 它使法律制度统一成一个价值普及每个人的 “类 

本身” 。所以， “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 

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法律是人的存在，而在 

其他国家形式中，人是法定的存在” 。 [18](40) 

“社会化的人的本质” ， 并不否定国家的统一，也 

不在根本上否定统一形式，批判的只是统一中的实质 

东西。所以，马克思依然要求： “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 

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 ” [1](52) 

但“社会化的人的本质”最看重的是统一国家权力的 

社会目的,无产阶级之所以为无产阶级，其标准还不是 

经济和政治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不过只是一种通过平 

民化而达致社会化的分析性工具概念。 “无产阶级专 

政”是要消灭阶级差别，使国家权力由政治性变成公 

共性的新统一体。马克思在《宣言》中列出的“最先 

进国家”的十大措施，表现的就是典型的国家权力社 

会实质性目的对国家权力统一的形式的统领作 

用。 [1](52−53) 

“社会化人的本质”思想不把“统一的法律与政 

府”本身作为前提性条件，国家和法律自身不能作为 

自己的合法性依据，而是认为它们背后总有一个社会 

基础。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批判德国工 

人党时写道： “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 它 

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社会也是一样）当作现存 

国家的（对未来社会来说是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 

把国家当作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 

的基础’的独立存在物。 ” [3](444) 

“社会化人的本质”把任何法律价值如自由、正 

义等解释为一个真正社会力量的掌握，这就把西方政 

治哲学中的“政府—道德”和“政府—人民”模式转 

化为“政府—社会”范畴。这时，自由、公平等法律 

价值又不仅为自然法规则的使然，而是克服政府权力 

异化的社会力量的运作。因此， “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 

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 

关” 。 [3](444) 

此外，这个“政府—社会”的关系范畴由国家法 

律产生而实施，不来自于其自身的强制力，而是背后 

的一种“社会必然性”的推动。马克思在《论土地国 

有化》中又指出： “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 

由平等的生产者的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的 

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进行社会 

劳动。 ” [3](233) 这表明马克思也总在自由平等前提下， 

在劳动领域追求一种国家共同体。但马克思强调国有 

化不是在追求什么国家的计划力量，相反，他强调社 

会运动将迫使“与社会相对立的政府和国家将不复存 

在” 。此外，马克思还认为，法律力量不来自于其权力 

形式上的“硬性规定”和价值意义上的“天然权利” ， 

而是社会需要。 因为， “社会的迫切需要将会而且一定 

会得到满足，社会必然性所要求的变化一定会进行下 

去，迟早总会使立法适应这些变化的要求” 。 [3](231) 

马克思即便是在分析和讨论具体的无产阶级革命 

运动时，也总是突出政权性质的社会性，在《法兰西 

内战》中，马克思以与《宣言》极其相同的口吻写道： 

“中世纪贵族的、城市的和教会的领主特权，都转变 

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的特权，这个统一的国家政权 

以领薪的国家公务员代替封建显贵，……以建立民族 

统一（创立民族国家）为任务的第一次全国革命，必 

须消除一切地方的、区域的、城镇的、外省独立 

性。 ” [3](191) 马克思也是反无政府主义的，他要批判的 

不是统一本身，而是国家权力本应有的社会性被异化 

了，即“使国家政权更集中更有组织，并扩大国家政 

权的范围和特权，增加它的机构、提高它对现实社会 

的独立性、加强它对现实社会的超自然控制” 。 [3](191) 

国家权力异化于社会，表现为国家利益独立并对立于 

社会利益，国家权力职位成了少数人谋划的私有工具 

等。 

因此，马克思倡导并支持的巴黎公社中的无产阶 

级革命是“代表着社会中一切不靠他人劳动生活的阶 

级的公社革命” ， 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 “社会共和国” 。 

因此， “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 

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 

的力量” 。 [3](195) 也许这个“社会本身的充满生气的力 

量”是超越又指导着具体的政权制度建设的背后支撑 

性力量和目的性方向。 

注释： 

① 英国学者麦克莱伦在评论马克思的国家学说时指出： “在黑格 

尔看来，国家在逻辑上是先于、在伦理上是优越于它的两个构 

成因素：家庭和市民社会。马克思着手表明，设想国家能够具 

有一种使市民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变得和谐并在更高水平上统 

一它们的普遍特征，这只是一种幻想。……所有这些制度—— 

君主制、代议制议院、官僚制度—实际上在市民社会中都是特 

殊利益的掩护者： 国家只不过是创造隶属于共同体之幻想的空 

洞的理想领域，……与黑格尔相反，马克思举荐的政府形式是 

这样一种形式，在那里不存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它直接 

与‘社会化的人的本质’是相适应的。 ” （[英]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思想导论》，郑一明、陈嘉贵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08年版，第 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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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莫里森在分析柏拉图的政治法律思想时就指出了其背后强调 

统一的精神实质，即： “支撑柏拉图理想国的有三点：（1）国 

家的统一是至高无上的。（2）国家的统一主要不是通过法律和 

法令来维持的， 而是依赖于监护者以及培养监护者与其他人的 

教育制度。（3）为了追求国家的利益，监护者毫不犹豫地发布 

命令，任意地使用各种资源，包括说服和霸权，统一是至关重 

要的。 ” （[英]韦恩·莫里森：《法理学》，李桂林等译，武汉大 

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0 页。） 

③ 这一点正如美国学者阿伦特评价的那样： “马克思的思想把没 

有阶级、没有国家的社会诞生描绘成最好的政治统治，成为一 

个国家公式化了的目标， 也成了全世界政治运动公式化了的目 

标， 使得政治活动按照哲学思考严密规定的方向发展——柏拉 

图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 （[美]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 

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 

社 2008年版，第 4 页。） 

④ 这方面又如斯特劳斯所说： “政体反映着更基本的政治现实— 

—构成城邦的不同群体之间权威与服从的关系。实际上，政治 

上居支配地位的阶级——‘统治集团’——是政体。虽然这绝 

对不是亚里斯多德在政体与集团或阶级的关系问题上的最终 

结论，但却是正确理解其分析的不可缺少的出发点，而且这还 

说明亚里斯多德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以及现代政治社会学有 

着重要的渊源关系。 ” （[美]列奥·施特劳斯 约瑟夫·克罗波 

西主编：《政治哲学史》（上），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 

民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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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Unification of Law to Socialized Human Nature 
——interpretations of law thoughts of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ZHANG Hongyan, TAN Peiwe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Karl Marx  criticizes  Capital  Unification  of  Law  and Unification  of Government. He  inherited  basic  ideal 
about Political Community of traditional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provides it with new analysis forms. He is not 
just simply to object political power and law system, but tries to pursue the peak of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s 
socialized human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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